基于效率视角的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研究

——来自亚太33个地区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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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效率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是衡量区域知识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之一。沿用全球知识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将知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生产和转化两个子阶段，采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效率视角对亚太33个地区的知识竞争力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地区中两阶段都处于高效率区间的只有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知识生产高效率但知识转化低效率；（2）尽管大部分地区在知识生产阶段都取得了不错的效率，但知识转化效率偏低是亚太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3）上海知识投入产出结构的均衡性优于其他中国大陆地区，北京投入产出偏离程度较大，两阶段投入均存在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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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efficient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global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we divided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cess into the stages of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use the method of super-efficiency DEA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knowledge power of 33 Asia-Pacific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1) Among the Chinese regions, only Beijing has both the high efficiency of two stages while Shanghai and Tianjin have high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but low efficiency of transformation; (2) Although most religions achieve decent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tages,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s generally low among the Asia-Pacific regions; (3)Shanghai has better equilibrium of knowledge input-output structure than other region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Beijing has larger degree of input-output deviation and greater volatility of two-stage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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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传统资源不再因其稀缺性而成为区域间竞争力的决定性资源，而知识因其价值的边际递增效应而成为提升竞争力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英国哈金斯协会(Robert Huggins Associates，RHA)2002年首次提出了知识竞争力的概念，称知识竞争力是创造新的想法、思想、程序和产品，并且把它们转化为经济价值和财富的生产力和能力。它不仅包括提出新创意的能力，还包括开发其经济价值的能力[1]。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竞争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决定其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能力，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能力[2]。提升知识竞争力不仅关系到当前知识经济的产出规模，更关系到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区域未来的竞争力。
知识竞争力的概念来源于竞争力，欧洲委员会竞争力咨询小组（CAG）的研究中明确指出竞争力包含生产力、效率和获利能力诸要素。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提出了竞争力方程“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同样体现了对资源总量与资源利用效率的两方面考虑。不难看出，竞争力的经济学本质是资源与资源利用效率的统一，而效率是竞争力问题的核心。本文从效率视角对亚太33个地区的知识生产和转化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消除了由于客观条件的优劣而造成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各地区知识的管理效率。
1  相关文献回顾
著名管理学家David J.Teece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可能没有什么比破解竞争优势之谜更具野心的研究项目了。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成立了促进竞争的管理机构，如总统工业竞争力委员会。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合作研究，发布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3]。随后一些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竞争力研究，指出区域竞争力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区域竞争力主要与区域的要素禀赋有关，主要包括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4]。然而，随着一些老牌工业城市的衰落和新兴城市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影响竞争力的并非只有天然禀赋因素，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和战略资源[5]。自2002年起，RHA协会按照“强”（经济实力强大）或“快”（经济增长快速）的原则，选择全球主要都市作为其评估对象，测定这些区域的知识竞争力指数并据此排定位次，一年一度的《全球知识竞争力报告》成为衡量全球各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风向标[6]。
尽管竞争力的概念在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中都获得一席之地，但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7]，定义国家（区域）的宏观竞争力不能等同于公司的竞争能力，争议颇多[8]。对此，美国总统竞争力委员会主席Daniel F. Burton Jr认为尽管国家（区域）不是企业，但国家（区域）和企业的明确界限是不存在的[9]。区域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对区域竞争力进行合理的定义测度是必需且必要的[10]。也正如前文所述，以“区域”为单位分析竞争力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区域范围的界定、完整数据的获取，但以地理单元作为国家层级下分析的目标将会使我们对竞争的本质和政府在经济发展活动中的推动作用看得更清楚，尤其是我国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这将进一步激发理论界以及政府对区域知识竞争力研究的兴趣，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自2009年以来，设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中心亚太分中心连续五年发布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对亚太33个地区进行评估，并以此作为参照系对比分析中国主要地区在知识竞争力方面的发展状况（表1）。
表1  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2013
	区域
	指数
	排名
	区域
	指数
	排名

	东京，日本
	124.24 
	1
	枥木，日本
	101.26 
	18

	蔚山，韩国
	115.74 
	2
	新南威尔士，澳
	99.50 
	19

	大阪，日本
	112.35 
	3
	浙江，中国
	98.70 
	20

	新加坡
	110.84 
	4
	新西兰
	97.98 
	21

	北京，中国
	110.83 
	5
	天津，中国
	97.85 
	22

	首尔，韩国
	109.75 
	6
	广东，中国
	96.81 
	23

	爱知，日本
	108.88 
	7
	以色列
	96.14 
	24

	上海，中国
	105.80 
	8
	江苏，中国
	96.05 
	25

	滋贺，日本
	104.58 
	9
	班加罗尔，印
	90.32 
	26

	台湾，中国
	103.41 
	10
	福建，中国
	88.46 
	27

	西澳大利亚，澳
	103.38 
	11
	重庆，中国
	88.34 
	28

	静冈，日本
	102.90 
	12
	辽宁，中国
	87.61 
	29

	神奈川，日本
	102.19 
	13
	山东，中国
	87.05 
	30

	富山，日本
	102.12 
	14
	湖北，中国
	85.98 
	31

	香港，中国
	101.92 
	15
	孟买，印
	84.04 
	32

	京都，日本
	101.47 
	16
	海德拉巴，印
	82.27 
	33

	维多利亚，澳
	101.29 
	17
	　
	　
	　


2005年文汇报发表“上海知识竞争力，全球增速第一”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国内学者对知识竞争力的关注[11]。2006年《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作为上海市政府2006年1号文件，首次将“知识竞争力”作为测度上海科技创新的标杆，为动态观测、持续跟踪全球主要都市（地区）竞争力的变化及差异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视角。国内学者对知识竞争力的研究更多是偏重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入和介绍[12]，候经川、姚毅（2006）从国家角度对知识竞争力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参照《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竞争力年鉴》的有关“知识能力”指标后，认为国家知识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知识经济产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知识产权、知识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13]。相丽玲（2006）认为知识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应包括知识经济产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和知识的经济转化能力等六大要素[14]。罗守贵（2008）介绍了区域知识竞争力的评价模型，比较分析了上海在知识竞争力方面的整体表现和结构问题，揭示了其创新系统短板[15]。罗华容（2012）选择知识资本等6个一级指标建立投影寻踪模型，验证了投影寻踪应用于区域竞争计量的有效性[16]。韩东林（2012）从知识经济倾向、知识要素禀赋、知识环境和知识产出四个角度构建知识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了安徽省2001—2010年知识竞争力水平[12]。
综合上述分析，对区域知识竞争力问题的相关实践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现有评价都是以区域知识的绝对投入或产量为评价标准，是终结性或结果性评价，关注点在于知识相关投入和产出的绝对量，以此来衡量区域知识竞争力的强弱。然而正如本文引言所述，竞争力的经济学本质是资源和效率的统一，两者缺其一，都难以反映知识竞争力的全貌。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文试图从效率角度来测度区域知识竞争力，借助基于非参数的超效率DEA方法，结合《2013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指数报告》的绝对量评价，对亚太33个地区19个指标的投入产出的不足和冗余情况进行分析，找出低效率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通过技术和管理这两个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并发挥区域知识资源的作用。
3 理论框架与模型设计
3.1 知识生产效率与知识转化效率

Roper（2008）等提出，创新是一系列功能性创新活动和实施阶段运营的总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且由多个相关联的子过程组成[17]。延续这一理念，本文将知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生产和知识转化两个子阶段，见图1。知识生产阶段主要是技术上的突破，是将人力、物力和原有技术知识积累等资源投入到知识成果产出的整个知识生产过程；知识转化阶段是将知识成果经过应用和推广而引入经济社会系统，使其商品化、产业化后进入市场，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本文所研究的效率是一种技术效率，其最佳状态是：第一，除非增加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创新要素投入，或减少其他种类的产出，否则不能再增加任何产出；第二，若要减少某种投入，必定会减少产出或追加另一些投入才能保持产出不变。提高效率意味着在保持相关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产出，或者在保证产出不变的条件下节省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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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知识创新的两阶段

3.2 区域选择
按照一般的概念，亚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是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四小龙”是第一代新兴经济体，中国大陆、印度等是第二代新兴经济体。本文共选择了亚太的33个地区，包括中国的13个地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重庆、香港、台湾），日本的9个地区（栃木、东京、神奈川、富山、静冈、爱知、滋贺、京都、大阪）、澳大利亚的3个地区（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澳大利亚西部），印度的3个地区（孟买、班加罗尔、海德拉巴）以及韩国的2个地区（首尔、蔚山）。另外，由于新加坡、以色列和新西兰3个国家的规模较小，也作为单个地区单元进入评价系统。上述这些地区也都是哈金斯协会的评价地区，基本上是按照“强”（经济实力强）和“快”（发展速度快）两大原则选取的。
3.3 指标选择

在指标体系的选择上，为了便于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本文沿用全球知识竞争力指数(WKCI)关于知识竞争力指数测度的19个指标，以此来反映竞争力中内含的效率因素。这些变量分成了三类：初始投入、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具体如下：
3.3.1 初始投入
（1）经济活动率。经济活动和参与水平衡量了一个经济体中的人力资本水平。健康的人力资本投入对高层次的知识生产来说是必要，并且为进一步的知识投资打下了基础。（2）政府对R&D的人均支出。政府研发支出通常是为了发展科学基础，支持那些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研究。（3）企业对R&D的人均支出。企业研发支出是衡量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想法的关键指标，并对于其它公司和社会整体有重要的溢出效益。（4）金融资本。在知识经济中企业为了参与竞争，它们不仅需要具有获得知识资本的意愿，而且需要财力去做这些事。在这里我们将地区层面上私人资本对企业的投资作为金融资本可得性的测度。（5）教育投资。未来的人力和知识资本蕴藏于那些接受教育的个人之中，因此，投资于教育和培训可以认为是对知识的投资，包括人均初等中等公共教育支出和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两个指标。
3.3.2 中间产出
（1）知识密集产业人才。知识经济中的产业越来越向着高附加值、密集研发部门集中，包括四个制造业和一个服务部门：生物技术和化学部门、IT和计算机制造部门、电子配件及辅助设备、汽车和机械工程部门、仪器和电子工程部门、高技术服务部门。由于在以知识为基础的部门就业的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因此这部分指标是对知识资本投入的测量。（2）专利。知识竞争力中的新想法的产生用专利指标来评估，专利的数量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地区通过产品和过程将知识转化为潜在商业价值的成功程度。
3.3.3 最终产出

（1）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地区绩效的重要测量标准，它一定程度上是地区经济活动水平和失业率的函数，所有经济体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其劳动生产率。（2）平均月收入。不仅要评估产出，还要看产出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财富。收入数据说明了已转化为所在地区的个人的财富和生活标准，特别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它同时说明了一个经济体中相应的工作质量。（3）区域就业水平。用失业率来反映就业的实际水平，因此该指标是反向的，即一个高的得分表明低的失业率。（4）知识基础设施水平。在提高经济体知识竞争力的过程中，知识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决定一个城市知识产业的水平。人均安全服务器数量反映了商业活动水平，因为安全服务器使用encrypted软件进行电子商务传输，所以一国该种服务器的数量有充分表明了该国的电子商务运行水平；良好的信息技术（ICT）基础设施，尤其是互联网主机数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
3.4 模型设计
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从以上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机构对知识竞争力的测评就可以说明问题，但要想准确测算知识竞争力中的效率因素却非常困难。正如1996年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指出：知识本身难以定量和定价，很难找到合适的生产函数来概括知识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超效率DEA模型无需对函数关系形式进行设定，便可准确衡量区域知识生产和转化效率，这正是本文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从Charnes、Cooper和Rhodes提出CCR模型以来，DEA方法成为效率测算的重要工具，在投入产出效率测算中被广泛应用[18]。DEA方法是一种用于评估具有同质投入产出的评价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技术，该方法不要求输入输出之间明确的数学表达式关系，而是应用线性规划理论将有效样本与非有效样本分离。但在多输入多输出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被评价为有效（即效率值为1）的情形，对于有效单元的有效程度无法进一步区分。为了对基本DEA模型中被评价为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率进行进一步区分，Andersen和Petersen在1993年提出了第一个超效率DEA模型——超效率CCR模型[19]。在该模型中，先将被测单元从参考集内移除，再对被测单元进行评价，使得有效单元的效率值可以大于1，从而得到有效单元间的相对效率排序。类似于基本DEA模型，在超效率CCR模型中加入约束条件 [image: image3.png]


 ，放弃锥性假设，得到可变规模报酬（VRS）条件下的超效率DEA模型——超效率BCC模型。其生产可能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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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输入导向模型如下：
[image: image6.png]m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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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应，输出导向的超效率BCC模型如下：
[image: image13.png]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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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分析

4.1 实证分析过程
通过DEA SOLVER3.0软件计算可得33个地区两阶段的效率值及排名情况，见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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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知识生产与转化效率排名
从测算结果来看，并非投入的多、产出的多，效率值就高，而是其投入和产出所组成的点能否落在生产可能集的有效前沿上，即投入与产出的绝对量与效率之间并不对应。这是一个产出与投入的协调性问题，比如上海无论从投入还是产出上，其绝对数都比较大，但在DEA模型下也出现非有效的情况。班加罗尔等绝对数相对较小，排名却很靠前，这是单纯的绝对量分析难以得到的结论；韩国、日本的城市的效率排名与其知识竞争力指数排名基本一致，如蔚山和爱知；中国大陆地区中，除北京以外，其他城市两者排名则相差很大，如上海和天津。
根据各地区知识生产效率、知识转化效率的测算值对亚太33个地区进行分类，效率值大于1（超效率情形）的地区为高效，效率为1（一般有效情形）为中效，效率低于1（无效情形）的为低效。根据高中低的划分，利用矩阵框图绘出33个地区两阶段效率的二维分布，如图3所示。通过图3可以看出，两阶段效率都处于高效率区间的只有8个，且中国只有北京一个地区属于该区间；除上述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的知识转化效率均处于中低水平区间；中国大陆总体上表现不佳，福建、山东、辽宁、重庆和湖北两阶段效率都属于中低区间，上海、天津的知识生产效率虽处于高效率区间，但转化效率却位于低效率区间。
知识产出只有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太地区大部分地区在知识生产阶段取得不错的效率，但在知识转化阶段的表现不容乐观。事实上，知识转化率偏低是亚太地区科技创新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如何提高知识转化效率，是亚太地区知识经济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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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知识生产和转化效率区间划分图
具体分析如下：（1）高高，两阶段效率值均大于1（超效率）。这类地区的知识生产效率和转化效率都比较高，包括新南威尔士、首尔、蔚山、孟买、东京、爱知、静冈、北京。 (2)高中，生产高效率，转化中效率，这类地区的知识生产效率较高，但转化效率都居中，包括维多利亚、新西兰、班加罗尔、香港、新加坡、栃木县、神奈川县、富山、滋贺县、大阪、江苏和浙江13个地区。这些地区在知识生产阶段实现了较高的效率，但知识转化效率相对较低，这就限制了其知识竞争力的整体提升。（3）高低，生产高效率，转化低效率。这类地区在知识生产阶段效率相对较高，但在知识转化阶段效率较低，包括以色列、台湾、上海和天津4个地区。（4）中中，两阶段效率均为1，包括海得拉巴、京都、辽宁、福建、山东、广东、重庆7个地区。（5）低中，知识生产效率低，知识转化效率居中，这类地区只有一个即湖北。
4.2 重点指标的松弛变量分析

进行DEA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各地区进行排序，更重要的是找出这些地区提高效率的突破口。而通过对松弛变量的分析，恰好能做到这一点。松弛变量就是模型约束条件中的右端值增加一个单位而产生的目标函数最优值的减少值，反映了通过特定指标来改善效率状况所起作用的程度大小
。如下表2，Change表示目前指标状况需要调整的方向和程度，调整为负值和为正值表示需要目前指标数值上减少相应比例或增加相应才能达到有效单元。需要强调，这里的调整比例是参考了33个地区的投入产出结构所得出的结论，与指标的绝对数值大小和排名无关。
表2 中国大陆地区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分析情况
	
	经济活动率
	人均私人股权投资
	政府人均R&D
	企业人均R&D
	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
	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
	千人经理人数
	千人IT就业人数
	千人生物技术人数
	千人汽车与机械工程就业

	北京
	0.52%
	31.03%
	-69.33%
	83.05%
	83.05%
	-29.05%
	66.45%
	56.30%
	21.01%
	59.19%

	天津
	2.26%
	70.13%
	70.13%
	70.13%
	40.89%
	10.94%
	-8.90%
	-21.49%
	11.06%
	-21.49%

	辽宁
	23.11%
	31.23%
	-21.57%
	31.23%
	11.21%
	-21.39%
	0.01%
	0.03%
	0.00%
	0.01%

	上海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83%
	-23.45%
	94.77%
	-25.83%

	江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62%
	71.38%
	-56.33%
	-35.96%

	浙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6.33%
	115.40%
	-42.08%
	-42.08%

	福建
	1.56%
	95.83%
	21.96%
	57.22%
	-16.19%
	-21.07%
	0.00%
	0.00%
	0.00%
	0.00%

	山东
	-18.31%
	68.09%
	68.09%
	-29.00%
	22.59%
	55.01%
	0.00%
	0.01%
	0.00%
	0.00%

	湖北
	-14.56%
	-6.45%
	-1.98%
	-1.98%
	-1.98%
	-38.92%
	152.96%
	84.64%
	150.41%
	36.47%

	广东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3%
	0.02%

	重庆
	-2.99%
	205.97%
	205.97%
	205.97%
	-4.28%
	4.02%
	0.00%
	0.01%
	0.01%
	0.00%

	
	千人电子机械就业
	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
	百万居民专利登记数
	劳动生产率
	平均月总收入
	千人互联网主机数
	百万居民安全服务器数
	千人宽带上网人数
	失业率反向指标
	

	北京
	80.79%
	-39.32%
	-39.32%
	8.41%
	-2.31%
	-2.31%
	60.77%
	-2.31%
	-2.31%
	

	天津
	47.37%
	-21.49%
	-4.93%
	-14.10%
	23.21%
	4.83%
	1.44%
	1.44%
	1.44%
	

	辽宁
	0.02%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上海
	-25.83%
	-25.83%
	-25.83%
	1.17%
	11.80%
	3.24%
	14.89%
	2.26%
	2.26%
	

	江苏
	63.10%
	413.13%
	-57.79%
	-1.13%
	0.00%
	0.01%
	0.00%
	0.01%
	0.01%
	

	浙江
	-40.07%
	-39.97%
	-42.08%
	-7.90%
	14.47%
	-0.52%
	43.62%
	-0.19%
	-0.52%
	

	福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山东
	0.00%
	0.00%
	0.00%
	0.00%
	7.31%
	4.83%
	-0.20%
	11.62%
	-0.20%
	

	湖北
	57.32%
	49.99%
	16.52%
	31.99%
	0.00%
	0.00%
	0.00%
	0.00%
	0.00%
	

	广东
	0.00%
	0.00%
	0.01%
	0.01%
	0.02%
	0.00%
	0.06%
	0.00%
	0.06%
	

	重庆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2.1 政府对R&D的人均支出与企业对R&D的人均支出
绝对量上，北京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其他地区，但投入产出DEA系统分析中，北京政府研发支出冗余69.33%。除北京和辽宁（冗余21.57%）外，天津、福建、山东和重庆均不同程度的不足。这表明政府在R&D投入上具有很高的区域集中度，不同地区存在相当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源于地方政府本身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同，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财政科技资金的区域投向影响。

企业研发支出是衡量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想法的关键指标，与公共部门相对，企业的投资水平对于地区的创新活动和技术的发展进程有很强的指示作用。企业人均R&D指标上，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四个地区都未出现冗余或不足的情况，北京、天津、辽宁、福建和重庆则分别不足83.05%、70.13%、31.23%、57.22%和205.97%，山东地区企业研发支出冗余29.00%。企业研发投入动力不强是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原因之一，这也给相关地区一个警示：在加大政府研发投入的背景下，更要重视企业研发支出。

4.2.2 对未来知识的投资指标
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和他们在商业社会中使用知识的能力，包括初等教育支出作和高等教育支出。在这两个指标上，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四个地区较为均衡，均未出现冗余或不足的情况，而天津和山东则两项投入都不足。最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地区，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冗余29.05%，人均初等和中等公共教育支出上却不足83.05%，存在比较明显的教育投入结构矛盾
。人均高等公共教育支出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的北京、香港和上海的这一指标位居前十，其中北京是第三名；尽管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其占GDP增长的比重，但最高的北京也仅排在第18的位置，只有香港和台湾分别排在第7和第11的位置。教育投入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里的教育不仅指高校教育，还包括对初等、中等教育。我们应该警醒，在这个阶段迫切需要的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而且初等、中等教育的社会报酬率远远高于高等教育。当前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不尽合理，应把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
4.2.3 知识人力资本投入

知识人力资本投入是一个地区知识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这包括生物技术和化学产业、IT和计算机制造产业等四个产业的就业人数，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区域上的集中表明了知识推动经济模式的存在。上海除了千人生物技术人数出现不足之外，其余3个指标均为冗余，而北京四个产业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足。结合4个产业就业绝对量的雷达图（图4）可以明显看出，上海在涉及知识密集的这四个产业就业人数中都占有明显优势。

千人经理人数和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是反映知识竞争力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两者都是知识生产和转化过程的重要元素，说明这个地区知识服务者的集中度，其中前者偏向于市场知识服务者，后者则偏向于知识公共服务者。如下图5所示，上海在这两个指标上都出现冗余情况，北京则反差极大，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冗余39.32%，但千人经理人数却有66.45%的不足，凸显北京人才产业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同样比较突出的为江苏省，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的缺口较大，不足达到413.13%。中国大陆的几个地区实际上都有庞大的管理人员队伍，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国有企业的党务人员并不能纳入经理人队伍，另外，数量相当规模的私营个体工商户也不能被视为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的劳动者。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大陆地区的这项指标表现一般，见图5。
与传统服务业不同，高技术服务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极化特征，它表明每个国家倾向于有一个为高科技服务的“中央极”地区。这些地区往往处于国家经济中心的位置，有强大的高技术服务需求。因为上海周边作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区域，对高技术服务的需求极其庞大。不过目前发展的还不够，潜力还十分巨大。当然，由于国家直接科技投入的巨大数量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集聚，北京的高技术服务集聚度更高，但仍远落后于东京。

,

[image: image23]
图4 部分城市知识密集产业就业人数绝对值对比

[image: image24]
图5 部分城市千人经理人数和千人高技术服务就业的指标绝对值对比
4.2.4 平均月收入

在“平均月收入”这一排名上，除北京之外，天津、上海、浙江和山东地区分别不足23.21%、11.80%、14.47%和7.31%。从绝对量看，以上海为例，职工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日本爱知的26%、韩国平均水平的32%。从短期看，中国大陆的这一状况难以改变。因为近年来工资水平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和外贸企业受到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印象，企业的成本压力已经很大，短期内难以再快速提高工资。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大的最终成果必须体现在居民收入上。
4.2.5 知识基础设施
知识基础设施是一个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知识机构与广大劳动者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社会网络，是支撑区域知识创造、转移和应用，促进全社会获取知识和创新活动的基础条件。在知识支持一项中，由于国内目前在电信行业尤其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晚、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国内城市与国外发达城市的差距较大，安全服务器数量指标北京不足量为60.77%，浙江为43.62%；从绝对量看，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韩国表现突出，其韩国全国的每百万居民安全服务器达到2733台，同期北京却只有334台。
4.3 投入产出结构的稳定性分析
投入产出结构是指各投入产出的构成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投入产出结构的优化对于知识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先导作用。本文分别以亚太33个地区和中国大陆9个地区的19个指标的偏离度（冗余或不足百分比）做折线图。其中，偏离度为正，表明该指标不足；偏离度为负，表明指标冗余；偏离度为零，表明处于均衡状态。从图6和图7中可以看出，33个地区存在不同形式的偏离（图中加粗的为北京和上海）。上海19个指标的整体偏离程度较小，投入产出结构的均衡性优于北京及其他中国大陆地区；北京的投入产出偏离程度较大，尤其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投入中均存在较大的波动。

[image: image25]
图6 亚太33个地区的指标偏离程度分析


[image: image26]
图7 中国大陆地区的指标偏离程度分析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竞争力水平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状况，决定了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小。不断追求更高效率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是衡量知识经济发展程度的关键要素之一。本文从效率角度测度区域知识竞争力，借助非参数的超效率DEA方法，结合《2013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指数》报告的绝对量评价，对亚太33个地区19个指标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这些诊断结论，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有两个方面在知识竞争力的构建方面非常重要。

一是要重视知识转化能力的建设。
良好的知识转化能力是提高知识竞争力的重要前提，缺少良好的知识转化能力，知识资本的价值将无法实现，提高知识竞争力也无从谈起。知识转化能力涉及一个经济体的行业技术中心、产学研协作、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的发展状况，良好的创新环境及科技交易平台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地区应结合自身知识密集产业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交易平台，在机制建设上促进技术交易的达成，为知识成果转化提供好的商业化平台。此外，知识转化工作不仅需要对知识本身进行深入分析，还要求对企业需求有准确把握，因此，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既有技术、产业背景，又要对知识管理有一定的经验。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是非常匮乏的，应大力培养服务于知识转化的专业人才。
二是要着力解决人才结构问题，修炼集聚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

对于知识生产率而言，生产要素的获取是首要问题。哈佛大学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高级生产要素对获得竞争优势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需要先在人力和资本上大量和持续地投资，而作为培养高级生产要素的研究所和教育计划，本身就需要高级的人才。高等级生产要素很难从外部获得，必须自己来投资创造。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要素被分为一般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高级专业人才、专业研究机构、专用的软、硬件设施等被归入专业生产要素。越是精致的产业越需要专业生产要素，而拥有专业生产要素的企业也会产生更加精致的竞争优势。一个区域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这两类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也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
要建立吸引高级生产要素的环境，修炼配置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采取引进、培养双管齐下，引导人才结构适应知识密集产业结构；对于符合本区域知识密集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技能人才，引进只能解“当下之渴”，更重要的是培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初等和中等教育。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要加强与知识产业密切联系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为知识产业的发展提供当前的和战略的人力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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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模型的逻辑就是寻求一种合成能否在取得相同的或更多的输出量的同时只需更少的输入量，假如这种合成可以得到，那么决策单元将被判定为低效；DEA和回归方法虽然都使用给定的同样数据，但使用方式不一样，DEA致力于每个单个决策单元的优化，而不是对整个集合的统计回归优化。


�显然，北京就是受益于较多的高校而获得了较多的高等教育国家投入。但无论如何，每一地区都是有高校的，他们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直接决定了其教学条件的高低，从而对知识的生产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人均高等教育公共经费仍然是衡量区域知识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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